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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泽文

按，原文發表在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一輯(線裝書局2008年，第227至238頁)，現節選部份內容。

朱凤瀚先生在《考古》2007年第3期发表《[image: image2.bmp]公簋与唐伯侯于晋》一文，介绍了一件新见的西周早期青铜器[image: image3.bmp]公簋，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（从朱先生释文）“[image: image4.bmp]公作妻姚/簋，遘于王命/唐伯侯于晋/唯王廿又八祀。[image: image5.png]


”。[image: image6.bmp]公簋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李学勤、李伯谦、林沄、孙庆伟等诸位先生随后撰文讨论。
此外，有多位先生在专题会议上也进行了深入研讨。
本文谨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点补充看法。

一、[image: image7.bmp]公簋的形制与纹饰

略。

二 [image: image8.bmp]公簋“唯王廿又八祀”所属王世

朱凤瀚先生首先将[image: image9.bmp]公簋和[image: image10.bmp]簋进行比较，认为就形制纹饰方面而言，属于商末至西周早期；接着考虑到铭文内涵与字体，应归于西周早期；若再从铭文书写形式看，应当属于西周早期中段时，具体而言，应即西周成王、康王时期。对[image: image11.bmp]公簋所属王世的讨论，主要依据铭文及相关金文和传世文献。朱先生分析了[image: image12.bmp]公簋的纪年属于成王或者康王的两种可能性。李学勤先生将[image: image13.bmp]公簋的纪年置于康王。李伯谦先生则认为将[image: image14.bmp]公簋的纪年理解为成王纪年更为合理。

笔者目前倾向将[image: image15.bmp]公簋置于康王世的意见，理由如下。

如大家已经揭示的，传世文献关于晋国早期历史的史料记载多表明燮父事康王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，楚国右尹子革语，“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并事康王。” 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，“康王六年，齐太公望卒。”
，吕伋即位当在康王时，与《左传》互相印证。
而且，今本《竹书纪年》载，“（康王）九年，唐迁于晋，作宫而美，王使人让之。”
明言唐迁于晋是在康王世。

李学勤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提到丹徒烟墩山M1所出宜侯夨簋。宜侯夨簋记载虞（吴）侯迁侯于宜，铭文中有“珷王”、“成王”，器当作于康王时。
唐兰先生曾结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六年“昔武王克殷、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，并建母弟，以藩屏周”，以及《左传》哀公四年记载等相关材料探讨了康王时的封建，认为是西周初期除武王、成王时以外的的第三次大封建。并举邢侯簋为例，说明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六国，可能是封于康王时。
 

据《元和姓纂》“贾，唐叔虞少子公明，康王封于贾，后为晋所灭，以国为氏。又云，本自周贾伯之后。”
《广韵》“贾，姓也，出河东，本自周贾伯之后。”
《通志·氏族略二》“贾氏，伯爵。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于此。同州有贾城，即其地。或言河东临汾有贾乡是也。为晋所灭。子孙以国为氏。又晋既并贾，遂以为邑。”
，如果材料有据，可知康王也曾对唐的封建有所调整。

结合上述金文及传世文献中关于康王时的封建的背景材料，将[image: image16.bmp]公簋铭所记“王命唐伯侯于晋”置于康王时是合适的。

宜侯夨簋属于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》所分的簋的I型2式，
类似的还有康王时的荣簋。
关于丹徒烟墩山M1的时代，有不同意见，
笔者同意其属于西周早期康、昭时期的论断。
宜侯夨簋虽然和[image: image17.bmp]公簋形制有别，但其腹部纹饰和[image: image18.bmp]公簋的颈部纹饰基本相同，其圈足的纹饰和[image: image19.bmp]公簋的圈足的纹饰也基本相同。从形制纹饰方面考虑，将[image: image20.bmp]公簋置于康王时，也是可以的。

前面所举直棱纹圈足簋诸例，有些是晚近发现或经科学发掘而得，尤其是一些墓葬，还有同出的其他器类组合。结合这些材料，也有助于说明[image: image21.bmp]公簋此类形制纹饰可以晚到康王时。试举三例说明。天马—曲村遗址M6127同出有一件鼎（M6127：2），立耳，深腹，稍显倾垂，柱足，口沿下一道弦纹，
接近宪鼎（《分期断代》鼎46），属于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》所划分的Ⅳ型3式。
《天马—曲村（1980—1989）》将该遗址随葬青铜礼器的47座墓葬分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六段，M6127归于第一段，大体与康、昭时期相当。
定为康王时的甘肃灵台白草坡M1，也同出有类似的圆鼎（M1：5），立耳，敛口，鼓腹，三柱足，颈部饰弦纹，可惜器残，没有图像。
与宜侯夨簋同出立耳柱足鼎，腹已显倾垂，朱凤瀚先生认为相当于西周铜器二期昭王时。

前面提到的河南鹤壁庞村西周早期墓葬也同时出土有器物组合，也属西周早期风格。

笔者倾向于将[image: image22.bmp]公簋的纪年置于康王世，还出于一个考虑。如果把[image: image23.bmp]公簋置于成王廿八年，假设成王只28年，则燮父至少在此之前已即位，其后还要历经康王至少26年、昭王20年，最少活到穆王初年（晋侯墓地M114是晋侯燮父之墓，墓中所出[image: image24.bmp]甗的纪年已经到昭王十九年）。 
这样推算，燮父的在位年数至少接近50年，稍嫌过长。邹衡先生曾分析《晋世家》及《左传》有关记载，认为唐叔虞是周成王时就封，则其在位可延至周康王。

附带提及，涉及康王年代的纪时材料，有小盂鼎、庚嬴鼎及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《毕命》篇，三条历日材料不能同时相容，
原因复杂。从行用的历法方面看，北赵晋侯墓地M114所出叔夨方鼎纪时“十四月”就反映了当时的未知情况。

三 [image: image25.bmp]公簋铭文内容解读

关于“唐伯”的称号及有关问题。

铭文有“王命唐伯侯于晋”，朱凤瀚先生以为燮父在侯于晋前称唐伯，王命唐伯为侯于晋，燮父封侯于晋。李学勤先生谓燮父继位称唐伯，徙为晋侯，则在康王末年。李先生在讨论中又曾有伯不一定是爵称而可能是伯、仲、叔、季长幼排行之义的看法。
而李伯谦先生则认为其为爵称的可能性很大。王世民先生提出，铭文中的唐伯，是指称叔虞还是燮父，需要再研究。

笔者认为，铭文中的“唐伯”是燮父在唐叔虞卒后继位到其迁晋之前的称号，
与其排行有关，不是指公侯伯子男的“伯”，不宜理解为爵称。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材料中的涉及周子弟受封诸侯的一些伯、仲、叔、季的称谓，与各人的排行有关，是周封建其子弟所用的一套称号（主要在西周早期）。限于篇幅，对于这一问题，容另文讨论。这里仅结合《史记》等传世文献记载对这一现象稍加说明。

吴。先是吴太伯，继立者为其弟，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立。之后是叔达、周章、熊遂、柯相。以上参见《吴太伯世家》。又，《国语•吴语》载晋董褐语，谓吴初封，“夫命圭有命，固曰吴伯”。

虞。据《吴太伯世家》，“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，是为虞仲，列为诸侯。” 

蔡。初封蔡叔度，蔡叔子胡在成王时得复封，是为蔡仲。蔡仲卒，子蔡伯荒立。蔡伯荒卒，子宫侯立。以上参见《管蔡世家》。《管蔡世家》云蔡仲之封，是为了“以奉蔡叔之祀”。结合《陈杞世家》陈胡公满之封为“以奉帝舜祀”、杞东楼公之封，为“以奉夏后氏祀”等，也表明蔡叔为称号或君称。

曹。初封曹叔振铎，其后相继为太伯脾、仲君平、宫伯侯、孝伯云等。至惠伯兕卒，其弟杀惠伯子而代立，为缪公。以上参见《管蔡世家》。又，《左传》定公四年有“陶叔”，或以为即曹叔振铎。

滕。周文王子错叔绣。参见《陈杞世家》索隐。

卫。卫康叔封，
康叔卒，子康伯代立。至顷侯时，厚赂周夷王，夷王命卫为侯。以上参见《卫康叔世家》。康伯，即《左传》之王孙牟，《索隐》谓谯周《古史考》无康伯，而云子牟伯立。孙诒让考康伯当作“庸伯”。
据《管蔡世家》，“封康叔为卫君，是为卫康叔”。据《卫康叔世家》，“（卫）武公即位，修康叔之政。”，可知康叔为君称。
又据《管蔡世家》，还有管叔鲜、成叔武
、霍叔处
、冄季载。

其他，还有文王弟虢仲、虢叔，见《左传》僖公五年，等等。

鲁。周公旦辅翼武王有功，武王克商之后，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，是为鲁公。周公不就封，留佐武王。成王继位，周公相成王，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。周公卒，子伯禽固已前受封，是为鲁公。鲁公伯禽卒，子考公酋立。成王命鲁得郊祭文王。鲁有天子礼乐者，以褒周公之德也。以上参见《鲁周公世家》。鲁有特殊的尊贵地位，与其他有别。

《左传》昭公十五年，周景王对晋籍谈所讲一段话，称周先王成王、而称晋先君唐叔、文公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，子鱼叙周初武王、成王时分封，以鲁公（伯禽）与康叔、聃季、陶叔（即曹叔）、唐叔、管叔、蔡叔、蔡仲（名胡）并称。《左传》哀公二年卫大子蒯聩在战前祷辞称其先祖“皇祖文王、烈祖康叔、文祖襄公”。

上述材料表明，伯仲叔季者，虽然是排行，但也是周初封建周子弟的特定的称号。
对于这一现象，顾颉刚先生曾以卫康叔为例，以为其“在周为叔”，体现了古代宗法之义。

伯有一方之长的含义。
初读[image: image26.bmp]公簋，笔者还曾考虑“伯侯”连读，即唐“伯侯于晋”的释读的可能性。据《诗·小雅·伐木》孔疏，有唐叔曾受州牧之命的说法。
《左传》僖公四年管仲语，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实征之，以夹辅周室’······”，知周初有侯伯之长的建制。
而且，有学者根据《尚书·康诰》之“孟侯”，认为卫曾为方伯
、诸侯之长
、之尊
的说法。也有把康伯之伯理解为方伯、州牧之义者。
但唐叔受州牧之命的说法尚不知是否有其他佐证，而且，簋铭如此断句也不通，所以就放弃这个想法了。

关于[image: image27.bmp]公与唐伯的关系，朱凤瀚先生认为[image: image28.bmp]公本人有可能是商遗民，随着唐叔封于唐，属于唐伯之僚属。李学勤先生认为[image: image29.bmp]公可能是故唐国的馀民，一个部族的领袖，属于燮父的治下。李伯谦先生认为[image: image30.bmp]公一族也随唐伯一同到了晋地，但因为器主以“公”自称，所以对其身份尚有疑虑。笔者以为，[image: image31.bmp]公的称谓，也有沿袭前代“旧爵”的可能，
为唐或后来燮父迁晋的邻国。类似例子还有西周早期霸伯簋的霸伯
、西周中期的倗伯诸器的倗伯
、西周晚期苏公作晋妃匜的苏公等
。

附带对唐叔虞稍加分析。

唐叔虞，据《晋世家》，字子于，所以，唐叔也应是号。
《周本纪》记“晋唐叔得嘉谷”，《晋世家》开篇即言“晋唐叔虞者”，两者前面冠以“晋”，也许是为了和前代的唐叔虞区别。
郑玄《诗谱·唐谱》称叔虞为唐侯，可能是称叔虞的爵。
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有叔夨方鼎，
关于器主叔夨的身份，多数学者考证，认为就是唐叔虞，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。
笔者同意叔夨即唐叔虞的观点。

方鼎铭文中的叔，有学者理解为器主的字。
但笔者以为，叔在这里虽与行第有关，但不是字，而是号。叔夨，是称号加名。在赏赐或册命铭文里，尤其是受赏赐者或受册命者所作铭，在赏赐或册命的部分，不会出现受赏赐者或受册命者的字，而出现名或者名前冠以爵称或称号则是常见的。

叔夨、唐伯在金文中出现，是对传世文献中晋国早期历史的重要印证和补充。
据《左传》昭公元年，唐叔虞又被称为“大叔”。类似称谓《左传》多见，前述郑庄公弟段即是一例。金文也有大叔之称，如山西闻喜县上郭村M375：10出有一件残器，有铭“  弟大叔······”。

叔虞封唐的时间，据《左传》昭公元年和《晋世家》的记载，是在成王时。《左传》定公四年对其受封情况也有较多记述。春秋晋平公时所作晋公[image: image32.bmp]铭文谓“晉公曰：我皇祖唐公[膺]受大命，左右武王”（见《集成》第10342号），《国语·晋语》记叔向谓晋平公语，“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，殪，以為大甲，以封于晉。” 
又据《逸周书·王会》所载“成周之会······唐叔、荀叔、周公在左，太公望在右······”
，结合《周本纪》、《鲁周公世家》等叙述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一事在营筑洛邑之前，则唐叔之封，也可能不晚于成周的建成。学者或据此对唐叔是成王母弟还是武王母弟有所讨论。
笔者以为，史书明言叔虞为成王母弟，并没有其他矛盾的说法，但叔虞封唐的时间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。在上述材料之外，《晋世家》有“箕子见唐叔之初封”的记载，也是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注意的。

[image: image33.bmp]公簋中“妻”字的用法。

“妻”字，在已知金文中不多见，这里试举两个例子。天马—曲村西周早期一男性墓葬M6243出有王妻簋（M6243：4），铭文作“王妻作宝簋”。
叔皮父簋（《集成》4127号），属春秋早期，铭文作“惟一月初吉作铸叔/皮父尊簋其妻子/用享孝于叔皮父/子子孙孙宝皇万年永用”。
妻指配偶，甲骨卜辞中常见。

� 李学勤：《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》，刊于《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简报》第163期。李伯谦：《�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》，刊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《古代文明研究通讯》总第33期。林沄：《�公簋质疑》，为演讲内容，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1月29日发布http://www.guwenzi.com/SrcShow.asp?Src_ID=328。孙庆伟：《�（尧）公簋、晋侯尊与叔虞居“鄂”、燮父都“向”》，刊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《古代文明研究通讯》总第35期，2007年12月。本文引述诸位先生的观点，不特别说明，均见上述文章。


� 参见《�公簋研讨会纪要》，《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简报》，第164期。


� 方诗铭、王修龄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（修订本），第4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。又今本《竹书纪年》“（康王）六年，齐太公薨。十六年，锡齐侯伋命。”见王国维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》，收入《古本竹书纪年辑证》，第24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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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陈梦家先生曾论证金文中的“鄂叔”即唐叔虞，参见《西周铜器断代》，第46、47、48号。已发现的�公簋、叔夨方鼎和北赵晋侯墓地所出其他器铭，不支持这一观点。


� 《新收汇编》991号。


� 参见《国语》，晋语八，第461—462页。


� 黄怀信、张懋鎔、田旭东撰，黄怀信修订：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（修订本），第798—800页。此篇下文另有“唐公”。


� 童书业：《春秋史》，第13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。陈槃：《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（三订本）》壹，第71—75页。李孟存、常金仓：《晋国史纲要》，第11页注⑤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。


� 《天马—曲村（1980~1989）》，第二册，第491页，器形见图六八八：2、第四册图版捌捌：1；铭文见图六八九：2。又收入《新收汇编》957号。该墓同出有一鼎M6243：5，铭文作“作宝鼎”。关于王妻簋，陈昭容先生有最新的研究，参见陈昭容：《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王室婚姻关系》，收入陈昭容编《古文字与古代史》第一辑，第263—264页、第284页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版。笔者认为，这里的王不是指周天子，可参见，王国维：《古诸侯称王说》，收入《观堂集林》，别集，卷一；王世民：《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》，收入氏著《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8年版。


� 叔皮父簋，暂时没有查到器形。


� 甲骨文中所见“妻”字，文辞较完整者如，《甲骨文合集》331（宾组），“丁丑卜，宾贞，子雍其�王于丁妻二妣己，皿羊三，用（？）羌十······”胡厚宣主编《甲骨文合集释文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）、曹锦炎、沈建华：《甲骨文校释总集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）均漏“宾”字，姚孝遂主编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（中华书局1989年版）上册第175页“用”字未释，岛邦男《殷墟卜辞综类》（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77年版）“用”字作“�”。《合集》686（宾组）“�方于河妻······”。《合集》938正（宾组）“贞，�于示壬妻妣庚�，�······”。《合集》4547（宾组）“·······卜，�贞，�妻······”。《合集》5450（宾组）“贞，弗作王妻”。《合集》6057反（宾组大版）“······王�曰，�祟，其有来�。迄至九日辛卯，允有来�自北。�妻�告曰，土方侵我田十人。”《合集》17382（宾组）“丙子卜，�贞，王梦妻不惟[�]。”《合集》22049（午组）“戊午卜，至妻�束父戊，良有�（瘥）。戊午卜，贞，妻有�（瘥），今夕。”释文参考姚萱：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》，第199至213页，线装书局2006年版。郭若愚编集：《殷契拾掇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），初编184（一期）“祖乙妻”。以上释文尽量用宽式。据上述例子，甲骨文中的“妻”既可以指称活着的人，也可以指称逝去的人。赵诚先生认为，妻在卜辞中或用作配偶之义，妻到后代有妻子之义，当从配偶义引申转化而来。见《甲骨文简明词典—卜辞分类读本》，第56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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